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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 

受事件可控性调节* 

宋文静  陈怡煖  黄韫慧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  求助者境况是募捐信息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境况的不同描述理应影响募捐效果, 却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本研究根据对求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不同描述, 将募捐信息分为两类：“恢复/重建” (强调求助者过去境况较好, 当

前变得很差, 捐赠使其由损失境况恢复至原状)和“改善/提高” (强调捐赠使求助者由当前很差的境况变得更好)。通

过 1 个二手数据(N = 978, 研究 1)和 6 个实验(N = 1163, 研究 2/3a/3b/4/5a/5b)发现, “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类

描述使捐赠者感知慈善项目更有利于求助者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 而当捐赠者面对不可控(vs.可控)事件时也更

关注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因此, 基于调节焦点的匹配, 对不可控事件采用“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类描述, 

对可控事件采用“改善/提高” (vs.“恢复/重建”)类描述, 个体的捐赠意愿(研究 5)和实际捐赠(二手数据)更高。本文在

理论上提出了新的募捐信息分类并证明其后续影响, 在实践上可以指导慈善组织根据事件可控性合理设计募捐信息。 

关键词  “恢复/重建”信息类型, “改善/提高”信息类型, 事件可控性, 调节匹配, 捐赠意愿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公益慈善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支撑, 如何促使个

体自愿捐赠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公益事业, 对实现

中 华 民族 共同 富 裕而 言 , 具 有 重 要意 义 。然 而 , 

《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 我国当年人

均捐赠额为 107.81 元 1, 比 2018 年增加 4.5%2, 低

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率 5.8%3。可见, 个体捐赠事业仍有提升空

间。事实上, 中国民众素来不缺乏“施善于人”的基

本动机。比如 2021 年 7 月 20 日, 一场特大暴雨突

袭郑州导致严重洪涝灾害, 一时间各路爱心人士与

企业纷纷进行慈善捐赠驰援灾区。因此, 个体捐赠

不足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募捐信息缺乏说服力, 无法

有效打动个体。作为信息说服过程的关键要素之一, 

募捐信息是最直接的向潜在捐助者展示需求的方

式(McGuire, 1969), 探讨如何通过信息内容展示来

提升个体捐赠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研究从多个维度对募捐信息进行过分类, 

如强调自己或他人为受益人(White & Peloza, 2009)、

关注积极或消极的框架效价(Chang & Lee, 2009)、

凸显情感或功能益处(Moran & Bagchi, 2019)等, 均

被证明可以影响募捐效果。然而, 对求助者境况的

描述作为募捐信息的重要内容之一, 却较少得到关

注。本研究根据“对求助者境况不同变化过程的强

调”将募捐信息分为“恢复/重建” (强调求助者过去

境况较好, 当前变得很差, 捐赠使其由损失境况恢

复至原状)与“改善/提高” (强调捐赠使求助者由当

前很差的境况变得更好)两类, 探索验证该分类标

准的合理性。同时, 基于两类募捐信息强调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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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探讨其对个体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 

此外, 以往研究也探索过募捐情境的作用, 如

求助者类型 为群体或个 体 (Friedrich & McGuire, 

2010; Small et al., 2007), 事件为突发的灾难或持续

的悲剧(Vanhamme 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9)等, 

也会影响募捐效果。作为募捐情境中重要的一部分, 

本研究认为事件可控性值得引起关注。具体的, 引

发求助者困境的事件(如灾难), 其起因可能是“人

类行为导致的, 可被人类控制的”, 也可能是“自然

或偶然原因导致的, 不可被人类控制的” (Hildebrand 

et al., 2017; Winterich & Zhang, 2014)。比如野炊、

烧荒等人为因素导致的火灾通常被认为是可控的, 

而高温干旱等自然原因导致的火灾则被认为是不

可控的。在本文中, 事件可控性特指引发困境的事

件的起因是否人为可控, 后续将探索其对个体关注

点的影响。 

在现实中, 通过对慈善组织发布的真实募捐信

息进行观察发现, 对于可控事件造成的困境, “改善

/提高”类描述更常见, 而对于不可控事件造成的困

境, “恢复/重建”类描述更常见。这是否意味着这样

的信息呈现方式更有效？若真如此, 受募捐信息类

型影响的感知慈善项目功能, 以及受事件可控性影

响的个体关注点, 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综上, 本

文以调节匹配理论为基础, 通过 7 项研究, 包含 1

个二手数据和 6 个实验, 试图解决以下两方面问

题。一方面讨论以下 4 个探索性问题：(1)在募捐实

践中, 募捐信息是否可以按照“恢复/重建”与“改善/

提高”的框架加以区分？(2)在募捐实践和个体记忆

中, 是否存在“恢复/重建”信息与“不可控事件”、“改

善/提高”信息与“可控事件”的自然联结？(3)不同类

型的募捐信息如何影响感知慈善项目功能？(4)事

件可控性如何影响个体关注点？另一方面验证 1 个

因果性问题：(5)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

能否提升个体捐赠意愿？ 

1.1  募捐信息类型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 

在营销学领域, 个体捐赠是指个体向求助者或

慈善组织不计回报进行付出的行为, 属于亲社会行

为范畴 (Batson & Powell, 2003; Winterich et al., 

2013)。其中包含金钱、时间与实物捐赠等形式, 本

研究关注金钱捐赠, 即把金钱捐赠给需要帮助的非

利益相关者(冉雅璇等, 2021; 柳武妹, 2019)。募捐

信息(Charitable Appeal)指在社会化营销传播过程

中, 慈善组织或求助者对外展示的劝募信息, 旨在

说服公众为慈善事业捐款(Chang, 2011)。以往研究

从多个维度对募捐信息进行过划分, 其中受益人与

框架效价受到较多关注(Feiler et al., 2012; White & 

Peloza, 2009)。受益人指在募捐信息中突出利己(对

捐助者的益处)还是利他(对受助人的益处) (Park & 

Lee, 2015)。学者通常认为利他信息更易引发同情, 

劝捐效果更好(Fisher et al., 2008; Kulow & Kramer, 

2016)。然而, 近年的研究发现利己信息与具有高利

己心态的物质主义者更匹配, 可通过满足其自尊动

机而提高募捐效果(Ryoo et al., 2020)。框架效价指

募捐信息强调捐赠的潜在益处(积极框架)还是不捐

赠的负面影响(消极框架) (Chang & Lee, 2009)。积

极框架突出捐款的正面影响, 对促进个体做出捐款

决定更有利(Erlandsson et al., 2018)。但在已经决定

捐赠的前提下, 消极框架可以提高捐款金额(Chang 

& Lee, 2009)。现实中常见的募捐信息多采用利他

的积极框架, 且对求助者的境况变化具有详细描述, 

但是尚未有研究根据求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不同

描述对信息进行分类。 

本研究通过对生活中大量真实募捐信息的观

察与归纳而发现, 虽然慈善募捐均是为了帮求助者

脱离困境, 但在募捐实践中, 有些信息突出“恢复/

重建”, 另一些则强调“改善/提高”。如图 1 所示, 从

境况变化的维度来看, “恢复/重建” (Recovery)类描

述涵盖了求助者境况由好及坏的过程, 强调帮求助

者由损失状态恢复至原状(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比

如, 求助者生活突遭变故、境况急转直下, 呼吁大

家帮助他们重返昔日美好生活, 如支援灾区重建、帮

助学生重返校园等。然而, “改善/提高” (Improvement)

类描述不涉及求助者境况由好变差的过程, 重点描

述当前较差的现状以及捐赠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现

状, 强调使求助者较差的现状变得更好(现在到未

来)。例如, 求助者生活贫苦, 请求大家帮助他们改

善生活条件、燃起对未来的希望等。此外, 在语义

层面上, 二者的表达也存在明显差异。复苏、复兴、

康复等带“复”的词语, 本身便有还原、重新、再度

等含义, 强调从差的现状还原为好的过去, 在时间

维度上包含前后落差和未来的转变过程; 而改善、

提高等词给人向更好的未来发展的直觉, 在时间维

度上不包括对过去的回溯。据此, 本研究提出募捐

信息可分为“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两类。 

此外, 基于两类募捐信息强调重点的不同, 个

体也会感知二者功能不同。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相关研究认为对个体决策产生影响的并非结果的

绝对状态, 而是该结果相对于参照点的变化(Kahn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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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类募捐信息示意图 

 
& Tversky, 1979)。根据参照点的不同, 个体可能会

将某一结果知觉为损失(Loss), 也可能将其知觉为

收益(Gain) (Kahneman et al., 1991)。本研究提出, 

“恢复/重建”类描述与“改善/提高”类描述为募捐结

果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点, 从而导致个体感知两类慈

善项目的功能也不相同。“恢复/重建”类描述强调求

助者的境况是由好及坏的, 是以“好的过去”为参照

点 , 因此更强调求助者在此次变故中遭受的损失 , 

以及捐赠可以帮求助者减少损失, 故个体面对使用

此类描述的慈善项目, 会感知其功能为帮求助者减

少损失(Focus on Loss)。然而, “改善/提高”类描述强

调使求助者境况由较差的现状向好的未来发展, 即

以“差的现在”为参照点, 更强调捐赠可以为求助者

增加获得, 故个体在面对使用此类描述的慈善项目

时 , 会感知其功能为帮求助者增加获得(Focus on 

Gain)。据此, 我们假设： 

H1：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

影响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减少损失&增加获

得)：个体感知“恢复/重建”类描述比“改善/提高”类

描述更能够帮求助者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 而感

知“改善/提高”类描述比“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能够

帮求助者增加获得(vs.减少损失)。 

1.2  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响 

公益慈善事业的目的是帮求助者摆脱困境, 而

导致求助者陷入困境的事件有些是可控的, 有些则

是不可控的。事件可控性(Event Controllability)指是

否存在可以控制该事件发生的人类主体(Hildebrand 

et al., 2017; Winterich & Zhang, 2014)。换句话说, 

导致困境的事件可能源于人类行为, 也有可能源于

非人类的自然或偶然因素。比如使求助者陷入困境

的火灾既可以由野炊、烧荒等人为因素导致, 也可

因高温干旱等自然原因发生。需要明确的是, 事件

可控性中的“事件”指的是导致求助者陷入困境的

事件, “可控性”指是否存在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人

类主体。同时, 可控性感知决定了个体认为该事件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预见或可以预防(Alicke, 2000)。

本文并不讨论事件的责任人是谁, 也不讨论事件引

发的困境后果是否可控。同以火灾为例, 本文关注

引起火灾的事件是否人为可控, 而不关注求助者是

否应该对本次火灾负责, 亦不关注火灾的灾情是否

可控。 

此外, 事件可控性会影响个体捐赠行为。救灾

方面的研究显示, 自然灾害比人为灾害得到了更多

人 的 救 助 与 支 持 ( 详 见 综 述 Zagefka & James, 

2015)。同时, 研究发现当事件不可控时, 人们都会

认为自己有责任为求助者提供帮助; 但当事件可控

时 , 高权力距离者会因为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高 , 

认为这是社会公平秩序下的合理现象, 捐赠意愿较

低, 低权力距离者反之(Winterich & Zhang, 2014; 

杨文琪 等, 2017)。此外, Hildebrand 等(2017)发现

当事件不可控时, 企业对求助者进行金钱捐赠会得

到更高评价; 而在事件可控时, 企业施以等价的实

物捐赠, 人们的评价会更好。 

个体在实施帮助行动时, 事件可控性会影响个

体 的 关 注 点 。 调 节 定 向 理 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提出个体在追求目标时具有两种自我调节方

式: 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和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 前者更关注安全与责任需要, 对消极结果

是否出现更为敏感 , 且行为策略主要是警惕型的 , 

重视不犯错误; 而后者更关注提升与成就需要, 对

积极结果是否出现比较敏感, 行为策略主要是进取

型的, 重视做出正确的反应(Higgins, 1997)。因此, 

当个体处于预防定向时, 会出于安全需要对消极结

果更敏感, 更关注减少损失; 而当个体处于促进定

向时, 会出于提升需要对积极结果更敏感, 更关注

增加获得(Higgins, 1997)。 

一方面, 个体在面对不可控情境时会觉得缺乏

控制感(Kay et al., 2009)。控制感缺失会导致个体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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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安, 觉得自己缺乏安全感(Whitson & Galinsky, 

2008), 并警惕性地寻求如何补偿与重建控制感 , 

提高安全需要(Kay et al., 2009)。也即是, 个体在缺

乏控制感时会采用预防定向的自我调节方式, 采取

警惕型行为策略。作为筛选信息的过滤器, 预防定

向使个体对信息的消极面与损失面更敏感(Wang & 

Lee, 2006)。因此, 在面对不可控事件时, 个体会因

控制感缺失而启动预防定向, 从而更关注损失及如

何减少损失(Focus on Loss)。 

另一方面, 个体在面对可控情境时则能体验到

控制感(Kay et al., 2009), 控制感可以促使个体积

极地采取行动, 引发提升的需要(Bateson, 1985)。换

言之, 个体在体验到控制感时会采用促进定向的自

我调节方式, 采取进取型行为策略, 进而对信息的

积极面与获得面更敏感(Wang & Lee, 2006)。因此, 

在面对可控事件时, 个体会因控制感体验而启动促

进定向, 从而更关注获得及如何增加获得(Focus on 

Gain)。综上, 我们假设： 

H2：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影响个体关注

点(减少损失&增加获得)：个体在面对不可控事件

时比面对可控事件时更关注减少损失, 而在面对可

控事件时比面对不可控事件时更关注增加获得。 

1.3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调节匹配 

调节匹配理论(Regulatory Fit Theory)认为当信

息内容与个体当前的调节定向相匹配时, 信息加工

过程会更加流畅, 从而提高信息说服力(Higgins et al., 

2001; Aaker & Lee, 2001)。当个体处于促进定向时, 

出于提升需要对增加获得更关注, 如果信息采用促

进框架强调如何实现积极结果, 说服效果便会提升; 

反之, 当个体处于预防定向时, 其出于安全需要对

减少损失更关注, 如果信息采用预防框架强调如何

避免消极结果, 说服效果会更好(Aaker & Lee, 2001; 

Cesario et al., 2004)。例如, Ryoo 等(2020)发现由于

朋友通常与个人兴趣有关, 描述与朋友的关系会启

动个体的促进定向, 从而更关注获得, 此时采用促

进框架的广告可以提升产品评价和购买意愿; 而家

人多与责任义务有关, 描述和家人的互动会启动个

体的预防定向从而关注损失, 此时预防框架广告的

说服效果更好。同时, 电商领域的研究表明, 促进

定向个体在浏览强调享乐购物体验的网站(有更多

美观的图片和视频)时, 调节匹配带来的高投入感

使他们产生更高的平台评价和消费意愿, 预防定向

个体在浏览强调实用购物体验的网站(搜索便捷、内

置安全功能)时有同样效果(Ashraf & Thongpapanl, 

2015)。 

根据调节匹配理论, 并结合前文分析, 不可控

事件会启动信息接收者当前的预防定向, 激活其对

事件损失面的关注。同时, 相较于“改善/提高”类描

述, “恢复/重建”类描述强调以“好的过去”为参照点

来对比“差的现状”, 更强调求助者的损失, 以及捐

赠可以帮助他们减少损失的功能。因此, “恢复/重

建”类描述恰好与面对不可控事件个体的心理表征

状态相匹配 , 调节匹配提升了募捐信息的说服力

(Higgins et al., 2001; Aaker & Lee, 2001), 从而强化

潜在捐助者的行动动力, 捐赠意愿提升。同理, 可

控事件会启动信息接收者的促进定向, 导致其更加

关注事件的获得面。而相较于“恢复/重建”类描述, 

“改善/提高”类描述以“差的现在”为参照点来对比

“好的未来”, 更强调捐赠可以帮求助者增加获得的

功能。因此, “改善/提高”类描述恰好与面对可控事

件个体的心理表征状态相匹配, 从而增强个体捐赠

意愿。因此, 我们假设： 

H3：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

与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的匹配影响个体捐

赠意愿。对于不可控事件, “恢复/重建”类描述比“改

善/提高”类描述导致更高的个体捐赠意愿; 而对于

可控事件, “改善/提高”类描述比“恢复/重建”类描

述导致更高的个体捐赠意愿。 

综上,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2 所示。 

本文设计了 1 个二手数据与 6 个实验检验以上

假设。研究 1 通过二手数据确认将募捐信息分为“恢

复/重建”和“改善/提高”是合理的, 并发现在现实中

“恢复/重建”与不可控事件、“改善/提高”与可控事

件经常一起出现。研究 2 在实验中要求个体回忆“恢 

 

 
 

图 2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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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重建”或“改善/提高”募捐信息, 再次验证信息类

型与事件可控性存在共变关系。研究 3a 与 3b 证明

“恢复 /重建”比“改善 /提高”类信息更能减少损失 , 

但是更不能增加获得。研究 4 证明不可控事件比可

控事件引起个体更多关注减少损失, 更少关注增加

获得。研究 5a 与 5b 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

性的匹配, 可以提升个体捐赠意愿。 

2  研究 1  二手数据：信息分类合
理性及其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由于本文对募捐信息的分类源自现实生活中

的观察与归纳, 为了验证归纳的合理性, 本研究采

用爬虫技术抓取了真实募捐信息并进行编码, 考察

现实中是否存在单独强调“恢复/重建”或“改善/提

高”的情况。这样既可以验证个体能够区分两类信

息描述, 也可以说明采用“恢复−改善”框架来划分

募捐信息具有实际意义。另外, 若人们在现实中自

然区分了这两种信息描述, 且人们感知到信息类型

与事件可控性存在匹配, 那么在现实募捐中, 则可

能存在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即“恢

复/重建”类描述比“改善/提高”类描述更多出现于

针对不可控事件的募捐, 更少出现于针对可控事件

的募捐。本研究探索在真实募捐信息中, 信息分类

和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关系以及二者匹配对个体实

际捐赠的提升作用。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爬虫技术, 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爬

取了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募捐平台——支付宝公

益 平 台 (https://love.alipay.com/donate/index.htm) 的

公开信息与数据。我们爬取了该平台当时所有项目

的项目简介、项目介绍、已募善款和参捐人数, 时

间窗口为 2016 年 5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共

获得 978 个慈善项目的信息。 

2.2  数据分析与结果 

募捐信息类型编码。为了确认所有项目中可以

按照“恢复−改善”框架划分的信息比例, 我们邀请

了两位独立编码者, 根据“项目简介”中对求助主体

(个体/群体/动物/植物等)境况变化的描述, 将项目

分为 3 类：“恢复/重建”类、“改善/提高”类、其他, 编

码结果具有良好的评分者信度( = 0.42, p < 0.001)。

具体的, “恢复/重建”类指使用了“恢复”、“重建”、

“重返”及其同义词的描述, 如“为陕西多地灾后困

境妇女家庭提供援助金, 助他们重建家园”; “改善/

提高”类指使用了“改善”、“提高”、“提升”及其同义

词的描述 , 如“为困难群体提供生活补助支持 , 帮

助他们改善生活”; 其他指使用了其他维度描述方式

或同时描述了恢复与改善的情况, 如“生命有爱——

白血病患者救助计划” (编码指导语和编码关键词

详见网络版附录 1)。结果显示, 在 978 条项目简介

中, “恢复/重建”类 84 条, “改善/提高”类 154 条, 其

他 740 条。其中, 可按“恢复−改善”框架分类的项目

共 238 个, 占比 24.34%, 表明现实中确实存在单独

强调“恢复/重建”或者“改善/提高”的情况, 该分类

标准具备现实意义。 

事件可控性编码。对上述可按“恢复−改善”框

架分类的 238 个慈善项目, 我们邀请了另外两位独

立编码者, 以求助者陷入困境的事件是否人为可控

为标准(Winterich & Zhang, 2014), 将“项目介绍”中

的募捐情境分为 3 类: 可控、不可控、未明确, 分

类结果的评分者信度良好( = 0.62, p < 0.001)。具

体的, 可控事件如儿童性教育缺乏、重组家庭孩子

的困境等; 不可控事件如先天性心脏病、突发暴雨

洪水灾害等(编码指导语和示例详见网络版附录 1)。

结果显示, 在 238 个项目中, 可控事件 140 个, 不

可控事件 93 个, 未明确 5 个。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接着, 我

们考察现实中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关系。卡方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募捐信息类型下的

事件可控性的确有差异, 2 (2) = 144.04, p < 0.001, 

φ = 0.78, 大于中等标准 0.30, 达到中等效应量

(Cohen, 1988)。如表 1 所示, 两样本率 z 检验结果

表明, 除去未明确的情况, “恢复/重建” (vs.“改善/

提高”)类描述多用于不可控事件 , 而“改善 /提高” 

(vs.“恢复/重建”)类描述多用于可控事件。 

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针对被编码为事

件可控或不可控的 233 个慈善项目, 以人均捐款

(已募善款除以参捐人数)作为衡量个体捐赠意愿的

指标来探索匹配的作用。参考 Leys 等(2013)的建议, 

利用 MAD 方法处理人均捐款中的极端值, 在 2 个

MAD 范围内, 包含 182 条数据(“恢复/重建”−不可

控 53 条, “恢复/重建”−可控 4 条, “改善/提高”−不可

控 15 条, “改善/提高”−可控 110 条)。 

对此 182 条数据, 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事件

可控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178) = 6.12, p = 0.014, 

ηp
2 = 0.03, 90% CI: [0.00, 0.09]; 募捐信息类型的主

效应不显著, F(1, 178) = 0.03, p = 0.855。重要的, 二

者交互效应边缘显著, F(1, 178) = 3.40, p = 0.067, 

ηp
2 = 0.02, 90% CI: [0.00, 0.06]。由于方差分析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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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 

募捐信息类型 
事件可控性 n (%) 

两样本率 z 检验(可控 vs.不可控) 
未明确 可控 不可控 

研究 1     

“恢复/重建” 3 (3.6%) 6 (7.1%) 75 (89.3%) z = −10.65, p < 0.001, 95% CI: [−0.91, −0.74] 

“改善/提高” 2 (1.3%) 134 (87.0%) 18 (11.7%) z = 13.22, p < 0.001, 95% CI: [0.68, 0.83] 

研究 2     

“恢复/重建” 9 (22.5%) 11 (27.5%) 20 (50.0%) z = −2.07, p = 0.039, 95% CI: [−0.43, −0.02] 

“改善/提高” 12 (25.0%) 28 (57.2%) 8 (16.3%) z = 4.22, p < 0.001, 95% CI: [0.24, 0.59] 

注：括号内数据为不同可控性的事件在同一募捐信息类型下所有事件中所占的比例。 

 
检验是单侧检验, 且 η2 和 ηp

2 不可能为负值, 所以

方差分析的效应量, 通常报告 90%而非 95%的置信

区间(Steiger, 2004; 王珺等, 2019)4。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图 3), 当事件不可控时, 相较于“改善/提高”, 

“恢复/重建”类描述的人均捐款更高(M 恢复/重建 = 2.19, 

SE = 0.11, M 改善/提高 = 1.70, SE = 0.21; F(1, 178) = 

4.14, p = 0.043, ηp
2 = 0.02, 90% CI: [0.00, 0.07])。而

当事件可控时 , 人均捐款均值显示“恢复/重建”低

于“改善/提高”, 但二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M 恢复/重建 

= 1.14, SE = 0.41, M 改善/提高 = 1.54, SE = 0.08; F(1, 

178) = 0.92, p = 0.339), 这可能是由于“恢复/重建”

组样本量很小(n 恢复/重建 = 4)导致标准误过大导致的。 
 

 
 

图 3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对人均捐款的匹配效应 
 

2.3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二手资料, 发现真实募捐信息可以

依据“恢复−改善”框架进行区分, 该分类框架具有

                                                           
4 由于方差分析是 F 检验, 而 F 检验属于单侧检验。对于 α = 

0.05 的显著性统计标准, 若计算 95%的置信区间, 则可能出现

置信区间包含 0 而 p < 0.05 的情况, 此时置信区间的结果与 p

值便存在矛盾。同时, 方差分析的效应量 η2 与 ηp
2 为平方值, 不

可能为负值, 所以置信区间的下限至少为 0, 而这也与 95%的

置信区间可能包含 0 的情况相违背。因此, 对方差分析效应量

置信区间的计算, 通常报告 90%的置信区间即可(Steiger, 2004; 

王珺 等, 2019)。 

现实意义。同时, 本研究还发现“恢复/重建”类描述

更多与不可控事件同时出现, “改善/提高”类描述更

多与可控事件同时出现, 再次说明个体可以区分两

类信息描述, 且募捐者会自然地将募捐信息类型与

事件可控性相对应。此外, 本研究初步验证了募捐

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

作用, 表明现实中针对不同的事件可控性, 使用与

之匹配的募捐信息确实获得了更好的募捐效果。 

3  研究 2：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
控性的共变 

研究 1 采用真实募捐信息, 确认按“恢复−改

善”框架划分信息是合理的, 并初步发现存在募捐

信息类型和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关系与匹配作用。募

捐平台上的信息可能由慈善相关专业人士所撰写。

为了证明一般个体同样能够感知到募捐信息类型

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关系, 研究 2 要求被试回忆包

含“恢复/重建”或“改善/提高”描述的募捐信息, 并

根据回忆内容对事件可控性进行编码, 从而证明一

般个体会将“恢复 /重建”与不可控事件紧密联结 , 

而将“改善/提高”与可控事件紧密联结。 

3.1  实验流程与测量 

研究 2 采用单因素(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组间设计, 通过“营销研究室”在线招

募了 102 名被试,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88 份(14 名被

试未按要求完成回忆任务), “恢复/重建”组 40 人, 

“改善/提高”组 48 人。其中, 女性占比 62.5%, 年龄

范围为 18 至 33 岁(M = 23.56, SD = 3.08)。 

首先, 研究 2 运用回忆法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在“恢复/重建”情境下 , 引导被试回忆其最近看到

的一则募捐信息, 内容是帮求助主体(人/动物/植物)

恢复到以往的生活或生存状态, 要求其写下信息的

主要内容、看到信息的时间及阅读后的感受。在“改

善/提高”情境下, 则将回忆的信息内容改为帮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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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获得更好的生活或生存条件。随后, 询问被试

有多大意愿向求助者捐赠？(1 = 非常不愿意, 7 = 

非常愿意), 并用两个题项测量感知信息类型：“你

认为这则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求助者尽可

能恢复到之前的 /提高现在的生活或生存状态？” 

(1 = 完全不可以, 7 = 完全可以)。最后, 被试报告

了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 并猜测了实验目的。 

3.2  数据分析与结果 

募捐信息类型的操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

示, 募捐信息类型的操控有效, “恢复/重建”组(M 恢复/重建 

= 4.90, SD = 1.48)比“改善/提高”组(M 改善/提高 = 3.50, 

SD = 1.87)认为回忆信息更加可以帮求助者恢复到

之前的生活或生存状态, F(1, 86) = 14.73, p < 0.001, 

η2 = 0.15, 90% CI: [0.05, 0.26], 大于中等标准 0.06, 

达到中等效应量水平(Cohen, 1988)。相反, “改善/

提高”组(M 改善/提高 = 5.83, SD = 1.10)比“恢复/重建”

组(M 恢复/重建 = 5.10, SD = 1.19)认为回忆信息更加可

以帮求助者提高现在的生活或生存状态, F(1, 86) = 

8.99, p = 0.004, η2 = 0.10, 90% CI: [0.02, 0.20], 效

应量水平中等。 

捐赠意愿。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恢复/重建”

组(M 恢 复 /重 建  = 6.10, SD = 1.03)与“改善/提高”组  

(M 改善/提高 = 6.17, SD = 0.81)的捐赠意愿无显著差异, 

F(1, 86) = 0.12, p = 0.735, 说明募捐信息类型不会

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共变。我们邀请

两位独立编码者使用与研究 1 相同的标准, 将被试

回忆的内容根据事件可控性分为 3 类：可控、不可

控、未明确, 结果具有良好的评分者信度( = 0.73, 

p < 0.001)。具体的, 在 88 条信息中, 可控事件 39

个, 不可控事件 28 个, 未明确 21 个。卡方分析结

果表明, 信息类型导致事件可控性有所不同, 2 (2) = 

12.36, p = 0.002, φ = 0.38, 效应量中等 (Cohen, 

1988)。此外, 两样本率 z 检验结果显示(表 1), 被试

在回忆“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类信息时更易

想到不可控事件, 在回忆“改善/提高” (vs.“恢复/重

建”)类信息时更易想到可控事件。 

3.3  讨论 

研究 1 和 2 使用两种方法证明了人们将“恢复/

重建”与不可控事件紧密联结, 将“改善/提高”与可

控事件紧密联结, 支持了募捐信息类型和事件可控

性的共变关系。研究 3 验证募捐信息类型影响个体

感知慈善项目功能是减少损失还是增加获得, 研究

4 验证事件可控性影响个体关注点是减少损失还是

增加获得, 从而说明募捐信息类型和事件可控性在

减少损失/增加获得上存在契合。 

4  研究 3：募捐信息类型影响感知
慈善项目功能 

研究 3 利用从研究 1 和研究 2 中得到的募捐信

息作为实验材料, 验证两方面内容。第一, 重复检

验个体能够区分两类募捐信息。第二, 验证假设 H1, 

即募捐信息类型影响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个

体感知“恢复/重建”类描述比“改善/提高”类描述更

能够帮求助者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 而感知“改

善/提高”类描述比“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能够帮求

助者增加获得(vs.减少损失)。研究 3 采用单因素(募

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组内设计, 为

避免样本量不足而导致统计功效较低, 我们在后续

实验中均使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7)对所

需样本量进行计算。对本实验适用的成对样本 t 检

验, 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应(d = 0.50)时, 

预测达到 80%统计功效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34。 

4.1  研究 3a：基于真实募捐信息操控募捐信息

类型 

4.1.1  实验流程与测量 

我们通过“见数”平台的数据集市在线招募了

80 名被试, 满足样本量需求, 实验结束后发放了现

金报酬。其中, 女性 32 人, 占比 40%, 年龄范围为

18 到 51 岁(M = 28.63, SD = 6.51)。我们从二手数据

里编码为“恢复/重建”与“改善/提高”的“项目简介”

中各随机抽取 6 条, 用作研究 3a 的材料(详见网络

版附录 2)。对于每条简介, 首先用两个题项测量感

知慈善项目功能：“这个慈善项目将在多大程度上

帮助求助者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1 = 非常小的

程度, 8 = 非常大的程度) (Jain et al., 2007)。之后, 

用两个题项检验感知信息类型：“这个慈善项目将

帮助求助者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改善现在的生活

状态”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最后, 被

试填写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 并猜测实验目的。 

4.1.2  数据分析与结果 

信息类型区分。将被试对两类慈善项目的感知

信息类型分别取均值, 进行成对样本 t 检验(表 2)。

结果显示 , 被试认为“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能帮求

助者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M 恢 复 /重 建  = 5.95, SD = 

0.70, M 改善/提高 = 3.60, SD = 1.41), t(79) = 13.08, p < 

0.001, Cohen’s d = 2.11, 95% CI: [1.57, 2.64], 超过

0.80 的标准, 效应量较大(Cohen, 1988)。同时,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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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募捐信息类型的操控检验和对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 

测量内容 
“恢复/重建” “改善/提高” 

成对样本 t 检验 
α M (SD) α M (SD) 

研究 3a       

感知信息类型 
恢复程度 0.70 5.95 (0.70) 0.91 3.60 (1.41) t(79) = 13.08, p < 0.001 

改善程度 0.92 5.29 (1.27) 0.81 6.25 (0.64) t(79) = −6.16, p < 0.001 

感知功能 
减少损失 0.75 5.80 (1.12) 0.86 4.45 (1.48) t(79) = 9.88, p < 0.001 

增加获得 0.82 5.79 (1.20) 0.79 6.68 (0.95) t(79) = −6.84, p < 0.001 

研究 3b       

感知信息类型 改善程度(相较于恢复程度) 0.83 3.76 (1.46) 0.74 5.88 (0.67) t(99) = −13.10, p < 0.001 

感知功能 增加获得(相较于减少损失) 0.85 3.57 (1.51) 0.81 5.93 (0.76) t(99) = −13.83, p < 0.001 

注：α 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分别对应的多个慈善项目在相应条目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能帮求助者改善现在的生

活状态(M 恢复/重建 = 5.29, SD = 1.27, M 改善/提高 = 6.25, 

SD = 0.64; t(79) = −6.16, p < 0.001, Cohen’s d = 

−0.96, 95% CI: [−1.44, −0.47])。 

感知慈善项目功能。同样, 成对样本 t 检验结

果显示 , 被试认为“恢复/重建”类描述更有助于减

少损失(M 恢复/重建 = 5.80, SD = 1.12, M 改善/提高 = 4.45, 

SD = 1.48; t(79) = 9.88, p < 0.001, Cohen’s d = 1.03, 

95% CI: [0.64, 1.42]); 而“改善/提高”类描述更有助

于增加获得(M 恢复/重建 = 5.79, SD = 1.20, M 改善/提高 = 

6.68, SD = 0.95; t(79) = −6.84, p < 0.001, Cohen’s d = 

−0.82, 95% CI: [−1.27, −0.37]), 说明个体可以感知

两类募捐信息的慈善项目功能的差异, 验证假设 H1。 

4.2  研究 3b：基于回忆信息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4.2.1  实验流程与测量 

通过“营销研究室”在线招募了 100 名被试, 满

足基本被试需求, 实验结束后发放了现金报酬。其

中, 女性 63 人, 占比 63.0%, 年龄跨度为 19 至 55 岁

(M = 25.26, SD = 6.45)。参考以往研究(Bhattacharjee & 

Mogilner, 2014; Van Boven & Gilovich, 2003), 我们

在研究 2 的两类募捐信息中各随机抽取 7 条, 在删

去“恢复、重建、改善、提高”等关键词之后用作研

究 3b 的材料(详见网络版附录 2)。对于每条信息, 

被试先判断其类别：“这个慈善项目将帮助求助者

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还是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 (1 

= 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 7 = 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 

然后评价其功能：“这个慈善项目将帮助求助者减

少损失还是增加获得？” (1 = 减少损失, 7 = 增加

获得)。最后, 被试填写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信息, 

并猜测实验目的。 

4.2.2  数据分析与结果 

信息类型区分。将被试对两类募捐信息的类别

判断分别取均值, 进行成对样本 t 检验(表 2)。结果

显示, 被试认为“恢复/重建”类描述(M 恢复/重建 = 3.76, 

SD = 1.46) 比“改善/提高”类描述(M 改善/提高 = 5.88, 

SD = 0.67)更能帮求助者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而非

改善现在的生活状态, t(99) = −13.10, p < 0.001, 

Cohen’s d = −1.87, 95% CI: [−2.31, −1.41], 效应量

较大。 

感知慈善项目功能。同样, 成对样本 t 检验结

果表明 , 被试认为“恢复/重建”类描述(M 恢 复 /重 建  = 

3.57, SD = 1.51)比“改善/提高”类描述(M 改善 /提高  = 

5.93, SD = 0.76)更有助于减少损失而非增加获得, 

t(99) = −13.83, p < 0.001, Cohen’s d = −1.97, 95% CI: 

[−2.42, −1.53], 效应量较大, 支持 H1。 

4.3  讨论 

研究 3 利用真实和回忆的募捐信息, 证明募捐

信息类型会影响个体感知的慈善项目功能, 个体感

知“恢复/重建”类描述比“改善/提高”类描述更能帮

求助者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 而“改善/提高”类描

述比“恢复/重建”类描述更能帮求助者增加获得(vs.

减少损失)。 

5  研究 4：事件可控性影响个体关
注点 

研究 4 旨在检验事件可控性对个体关注点的影

响：个体在面对不可控事件时比面对可控事件时更

关注减少损失, 而在面对可控事件时比面对不可控

事件时更关注增加获得(即 H2)。 

5.1  实验流程与测量 

研究 4 采用单因素(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

控)组间设计, 根据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7)

的计算, 对于被试间单因素方差分析, 在显著性水

平 α = 0.05、中等效应(f = 0.25), 且统计功效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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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情况下, 总样本量至少为 128。我们通过“见

数”平台的数据集市在线招募了 144 名被试, 最终

有效样本为 137 份(7 名被试未通过注意力检测), 

不可控组 67 人, 可控组 70 人, 满足基本被试需求。

其中, 女性 86 人, 占比 62.8%, 年龄范围为 18 至

66 岁(M = 28.59, SD = 7.89)。 

借鉴前人研究(Baum & Fleming, 1993; Hildebrand 

et al., 2017; Zagefka & James, 2015), 研究 4 结合中

国背景对实验材料(美国加利福尼亚雪崩)进行了改

编。首先, 要求被试想象其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条为

火灾募捐的微公益项目(详见网络版附录 3)。可控

情境下, 火灾是由于李某点燃树叶准备野炊时不甚

失火引发; 而不可控情境下, 火灾是由雷击引燃地

表植被而发生。随后, 用两个题项测量被试关注点: 

“在阅读这则微博时, 您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帮助岭

口镇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1 = 非常小的程度, 8 = 

非常大的程度) (Jain et al., 2007)。 

接下来, 被试完成对事件可控性(α = 0.94)的操

控检验：“这场火灾是可以预防的”; “这场火灾是可

以避免的”; “有人有能力阻止这场火灾的发生”; 

“有人应该为这场火灾的发生负责” (1 = 非常不认

同, 7 = 非常认同) (Hildebrand et al., 2017)。之后, 

为了控制可能存在调节定向的个体差异, 分别使用

4 个题项测量了促进定向(α = 0.80)与预防定向(α = 

0.75), 并 用 二 者 均 值 的 差 值 来 衡 量 调 节 定 向

(Lockwood et al., 2002)。最后, 被试填答了性别、

年龄等人口统计信息, 并猜测了实验目的。 

5.2  数据分析与结果 

事件可控性的操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相较于事件不可控组被试(M 不可控 = 3.07, SD = 1.54), 

事件可控组被试(M 可控 = 6.08, SD = 0.71)更倾向于

认为此次火灾发生的原因是人为可控的, F(1, 135) = 

219.06, p < 0.001, η2 = 0.62, 90% CI: [0.54, 0.68], 

操控成功。 

关注点。以调节定向为控制变量的单因素协方

差分析显示 , 不可控组被试(M 不 可 控  = 6.65, SE = 

0.16)比可控组被试(M 可控 = 6.04, SE = 0.16)更关注

帮灾民减少损失, F(1, 134) = 7.28, p = 0.008, η2 = 

0.05, 90% CI: [0.01, 0.12]。同时, 可控组被试 (M 可控 = 

5.92, SE = 0.23)比不可控组被试(M 不可控 = 5.28, SE = 

0.24)更关注帮灾民增加获得, F(1, 134) = 3.66, p = 

0.058, η2 = 0.03, 90% CI: [0.00, 0.09]。 

5.3  讨论 

研究 4 验证个体在面对不可控事件时比面对可

控事件时更关注减少损失, 而在面对可控事件时比

面对不可控事件时更关注增加获得。综合研究 3 和

4 的结果可以发现, 不可控事件会激活个体对减少

损失的关注 , 而“恢复/重建”类募捐信息被感知为

更有利于帮求助者减少损失。同理, 可控事件会激

活个体对增加获得的关注 , 而“改善/提高”类募捐

信息被感知为更有利于帮求助者增加获得。募捐信

息类型和事件可控性存在调节定向匹配。研究 5 将

验证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即 H3)。 

6  研究 5：匹配对捐赠意愿的提升
作用 

研究 5 在灾害救助和疾病帮扶情境下, 验证募

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

的影响(即 H3)。对于不可控事件, “恢复/重建”类描

述比“改善/提高”类描述导致更高的个体捐赠意愿; 

而对于可控事件 , “改善 /提高”类描述比“恢复 /重

建”类描述导致更高的个体捐赠意愿。研究表明, 求

助者为群体或个体, 以及事件为突发的灾难(如地

震、洪灾等)或持续的悲剧(如疾病、环境污染等)

均可能影响 个体捐赠意 愿 (Friedrich & McGuire, 

2010; Small et al., 2007; Vanhamme 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9), 故单一捐赠情境下结果的代表

性易受到质疑。研究 5a 采用灾害救助情境, 求助者

为群体, 且属于突发的灾难; 研究 5b 采用疾病帮

扶情境, 求助者为个体, 且属于持续的悲剧。在不

同情境下验证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

对个体捐赠意愿的提升作用, 可以提升研究的外部

效度。 

6.1  研究 5a：灾害救助情境 

6.1.1  实验流程与测量 

研究 5a 采用 2 (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 × 

2 (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 × 2 (灾

害情境：洪灾 vs.火灾)组间设计。我们通过“营销研

究室”公众号招募了 500 名被试, 最终有效样本为

441 份(59 名被试未通过注意力检测或未正确填答

回忆信息)。其中, 女性 290 人, 占比 65.76%, 年龄

跨度为 18 至 46 岁(M = 24.52, SD = 3.95)5。 

被试首先看到一则灾害新闻。在洪灾情境中, 

可控事件下的洪灾是因水库堤坝施工方偷工减料

                                                           
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洪灾(n = 225)和火灾(n = 216)的样本并非同

时收集, 为免结果受其他因素影响, 在网络版附录 4 中对两个

情境进行了单独分析。数据显示两个情境结果一致, 均支持假

设 H3 (详见网络版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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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 而不可控事件下的洪灾是由连日强降雨所

致。在火灾情境中, 可控事件下火灾是由田某某点

燃树叶烟熏松鼠时不慎失火所引发, 而不可控事件

下火灾是由雷击所引发。接着, 向被试展示一条为

灾害募捐的信息, 利用一一对应的语言描述操控募

捐信息类型。在“恢复/重建”情境下, 信息的关键表

述为“希望您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受灾人民重建家

园, 恢复往日充满温暖和希望的生活！”; 在“改善/

提高”情境下, 信息的关键表述为“希望您伸出援助

之手, 帮助受灾人民改善目前境况, 让他们的生活

更加温暖、更有希望！” (详见网络版附录 4)。 

接下来, 测量被试的捐赠意愿(“请问您有多大

意愿为上述募捐信息中的求助者进行捐赠？”1 = 

非常不愿意, 7 = 非常愿意)和感知信息类型(同研

究 3b), 并完成对事件可控性(α = 0.93)的操控检验

(同研究 4)。最后, 被试填写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 

并猜测实验目的。 

6.1.2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恢复/重建”

组被试(M 恢复/重建 = 2.36, SD = 2.08) 比“改善/提高”

组被试(M 改善/提高 = 4.69, SD = 2.24) 认为慈善项目

更能帮求助者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而非改善现在

的生活状态, F(1, 439) = 128.80, p < 0.001, η2 = 0.23, 

90% CI: [0.17, 0.28], 募捐信息类型操控成功。同理, 

相较于事件不可控组被试(M 不可控 = 3.39, SD = 1.48), 

事件可控组被试(M 可控 = 5.84, SD = 1.14)更倾向于

认为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人为可控的 , F(1, 439) = 

380.75, p < 0.001, η2 = 0.46, 90% CI: [0.41, 0.51], 

事件可控性操控成功。 

捐赠意愿。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事件可

控性(p = 0.411)与募捐信息类型(p = 0.454)的主效

应不显著, 事件可控性与灾害情境的交互作用(p = 

0.763)、募捐信息类型与灾害情境的交互作用(p = 

0.520)及三者交互作用(p = 0.825)均不显著。支持

H3, 事件可控性与募捐信息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433) = 27.28, p < 0.001, ηp
2 = 0.06, 90% CI: 

[0.03, 0.10]。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图 4), 当事件可控

时, 相较于“恢复/重建”, “改善/提高”使得个体的捐

赠意愿更高(M 恢复/重建 = 5.16, SE = 0.11, M 改善/提高 = 

5.65, SE = 0.11; F(1, 433) = 10.34, p = 0.001, ηp
2 = 

0.02, 90% CI: [0.01, 0.05])。相反, 当事件不可控时, 

相较于“改善/提高”, “恢复/重建”使个体产生更高

的捐赠意愿(M 恢复/重建 = 5.64, SE = 0.11, M 改善/提高 = 

4.98, SE = 0.12; F(1, 433) = 17.28, p < 0.001, ηp
2 = 

0.04, 90% CI: [0.01, 0.07])。 
 

 
 

图 4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对捐赠意愿的匹配效应 
 

此外, 结果显示灾害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M 洪灾 = 

5.11, M 火灾 = 5.61, F(1, 433) = 20.61, p < 0.001, ηp
2 = 

0.05, 90% CI: [0.02, 0.08])。不过, 网络版附录 4 分

情境检验的结果显示, 两个情境结果一致, 均支持

假设 H3。 

6.2  研究 5b：疾病帮扶情境 

6.2.1  实验流程与测量 

研究 5b 采用 2 (事件可控性：不可控 vs.可控) × 

2 (募捐信息类型：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组间设

计, 经 G*Power 3.1 计算(Faul et al., 2007), 对于被

试间双因素方差分析, 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

等效应(f = 0.25)时, 预测达到 80%统计功效的最低

样本量为 128。我们通过“见数”平台的数据集市招

募了 360 名被试, 最终有效样本为 317 份(43 名被

试未通过注意力检测或未能正确填答回忆内容 ), 

满足基础样本需求。其中, 女性 185 人, 占比 58.4%, 

年龄跨度为 18 至 39 岁(M = 25.51, SD = 4.77)。 

本研究结合真实慈善项目“爱的分贝聋儿救助

计划”作为实验材料, 项目背景为“三岁的洋洋患有

重度耳聋, 需要安装人工耳蜗, 但无力承担天价医

药费”。可控事件下耳聋是因就诊医生误判导致, 不

可控事件下则属于先天性疾病。采用与研究 5a 相

似的描述操控募捐信息类型 , 且后续测量与研究

5a 相同(详见网络版附录 4)。 

6.2.2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信息类型(M

恢复/重建 = 2.19, SD = 1.95, M 改善/提高 = 5.24, SD = 2.14, 

F(1, 315) = 174.52, p < 0.001, η2 = 0.36, 90% CI: 

[0.29, 0.42])与事件可控性(M 不可控 = 3.11, SD = 1.45, 

M 可控 = 5.91, SD = 0.96, F(1, 315) = 401.50, p < 

0.001, η2 = 0.56, 90% CI: [0.50, 0.61])的操控成功。 

捐赠意愿。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事件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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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313) = 0.41, p = 0.522)和募捐信息类型(F(1, 

313) = 2.70, p = 0.102)的主效应不显著, 二者交互

效应显著, F(1, 313) = 52.04, p < 0.001, ηp
2 = 0.14, 

90% CI: [0.09, 0.20]。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图 4), 当

事件可控时, 相较于“恢复/重建”, “改善/提高”使个

体产生更高的捐赠意愿(M 恢复/重建 = 4.93, SE = 0.13, 

M 改善/提高 = 6.02, SE = 0.12; F(1, 313) = 37.29, p < 

0.001, ηp
2 = 0.11, 90% CI: [0.01, 0.07])。当事件不可

控时, 相较于“改善/提高”, “恢复/重建”使个体产生

更高的捐赠意愿(M 恢复/重建 = 5.90, SE = 0.12, M 改善/提高 = 

5.21, SE = 0.12; F(1, 313) = 16.37, p < 0.001, ηp
2 = 

0.05, 90% CI: [0.02, 0.09])。 

6.3  讨论 

研究 5 分别在灾害救助和疾病帮扶情境下验证

了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对个体捐赠

意愿的提升作用。特别的, 研究 5b 把实验情境从灾

害救助领域扩展至生活中常见的疾病帮扶领域, 说

明了匹配作用的稳健性, 提升了研究的外部效度。 

7  讨论 

本研究将募捐信息分为“恢复/重建”与“改善/

提高”两类, 通过 1 个二手数据和 6 个实验发现：首

先, 上述募捐信息分类是合理的(研究 1), 在真实

募捐信息和人们记忆中 , “恢复/重建”与不可控事

件、“改善/提高”与可控事件更常同时出现(研究 1、

2)。然后, “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类描述使捐

赠者感知慈善项目更有利于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 

(研究 3a、3b), 且捐赠者面对不可控(vs.可控)事件

时也更关注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 (研究 4)。最后, 

基于调节焦点的匹配 , 不可控事件采用“恢复 /重

建” (vs.“改善/提高”)类描述, 可控事件采用“改善/

提高” (vs.“恢复/重建”)类描述, 个体捐赠意愿(研

究 5a、5b)和实际捐赠更高(研究 1)。 

7.1  理论贡献 

首先, 本研究拓宽了募捐信息的分类视角, 并

验证了其对个体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影响。以往研

究从多个维度划分过募捐信息, 包括受益人为捐助

者或受助者(White & Peloza, 2009)、框架效价为积

极或消极(Chang & Lee, 2009)、强调个体人道或群

体规范(Smith et al., 2014)、凸显情感或功能益处

(Moran & Bagchi, 2019)、使用享乐品或实用品作为

参照(Savary et al., 2014)等, 但是尚未有研究对求

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描述进行过特别关注。本研究

综合对现实情况的观察思考, 以“对求助者境况不

同变化过程的强调”将募捐信息分为“恢复 /重建” 

(强调求助者过去境况较好 , 当前变得很差 , 捐赠

使其由损失境况恢复至原状)与“改善/提高” (强调

捐赠使求助者由当前很差的境况变得更好)两类 , 

开辟了新的分类视角。同时, 本文借助损失规避效

应, 提出基于募捐结果参照点的不同, 两类募捐信

息使捐赠者感知慈善项目功能有所差异。“恢复/重

建”类描述是以“好的过去”为参照点, 被感知为捐

款更有利于帮求助者减少损失; 而“改善/提高”类

描述是以“差的现在”为参照点, 被感知为捐款更有

利于帮求助者增加获得, 进而与事件可控性匹配并

影响个体捐赠意愿。从对日常现象的观察出发, 逐

步提炼至理论层面, 本研究提出的“恢复−改善”框

架拓宽了募捐信息分类维度的考量范围, 并证明了

二者感知慈善项目功能的差异。以往研究表明将求

助者有受助(不捐为失去)和没有受助(获捐为得到)

作为参照点影响个体捐赠行为(Chang & Lee, 2009), 

本研究则表明可以将不同时间点的状态作为参照

点, 这扩展了我们对信息框架如何影响募捐效果的

认识。这也进一步启示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其他

参照点, 比如考虑将潜在捐赠人是个体或者群体作

为参照点可能也会对募捐效果产生影响。 

其次, 本研究引入事件可控性的匹配作用, 说

明其与募捐信息类型的匹配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

响。以往研究发现, 导致求助者困境的事件是否人

为可控会对个体捐赠产生影响 , 当事件不可控时 , 

个体的救助意愿和助人的责任感均比较高(Winterich 

& Zhang, 2014; Zagefka & James, 2015)。但是, 如

何利用募捐信息设计来提高个体对因可控事件陷

入困境的求助者的帮助意愿, 经常被忽视。本研究

发现个体关注点会因事件可控性的差异而不同。个

体在面对不可控(vs.可控)事件时会缺乏控制感(vs.

有控制感), 从而提高安全需要(vs.提升需要), 进而

启动预防定向(vs.促进定向) (Higgins, 1997; Whitson 

& Galinsky, 2008; Wang & Lee, 2006), 验证了个体

在面对不可控(vs.可控)事件时更关注减少损失(vs.

增加获得)。随后, 与募捐信息匹配并对个体捐赠意

愿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发现也为其他涉及可控性和

状态变化的领域, 如服务失败补救、医疗健康决策

等(Swanson & Hsu, 2011; Lavery & Valerie, 1996), 

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比如 , 对于服务失败而言 , 

可能同样存 在失败可控 性和信息类 型 (“恢复 /重

建”vs.“改善 /提高”)的匹配关系 , 进而影响消费者

的服务补救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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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本研究在慈善募捐领域验证了调节匹配

对提高信息说服力的重要作用, 拓展了调节匹配的

研究(Higgins et al., 2001; Aaker & Lee, 2001), 也是

对要素之间的匹配影响说服效果的补充。现有研究

表明, 信息内容与信息接收者的目标与动机导向、

情感与认知状态、个性与文化取向等的匹配可以提

高说服效果, 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Kidwell 

et al., 2013; 详见综述 Rothman et al., 2019), 然而

在募捐领域考虑匹配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

在募捐信息领域对要素之间匹配的运用进行了全

新探索, 利用调节匹配理论对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

可控性的匹配进行了内在机制的理论阐释。具体而

言, 基于募捐信息的感知慈善项目功能和受事件可

控性影响的个体关注点在于减少损失还是增加获

得的逻辑, 验证了“恢复/重建−不可控”和“改善/提

高−可控”的匹配对信息说服效果的增强作用, 进而

提升个体捐赠意愿。这也启示未来研究可以在慈善

募捐领域考虑其他维度的匹配, 比如募捐使用时间

与 求 助 者 地 理 位 置 或 亲 密 程 度 的 距 离 匹 配 等

(Huang et al., 2017)。 

7.2  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相关部门、慈善组织和求助者有效促

进个体进行金钱捐赠提供了实践依据。首先, 慈善

组织或求助者在发布募捐信息时应结合具体原因

与背景充分考虑信息的内容设计, 以提高潜在捐助

者的捐赠意愿。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

金会等传统慈善组织, 到阿里公益、腾讯公益等新

型互联网公益平台, 募捐信息始终是向公众展示需

求并使其对求助者产生印象、形成价值判断的重要

来源。本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的募捐信息可与

不同的事件可控性形成匹配, 进而提升个体捐赠意

愿。因此, 慈善组织和求助者应根据不同事件采用

不同信息类型 , 比如 , 对于不可控原因导致的地

震、洪涝等自然灾害, 更适合用“恢复/重建”类描述

发起捐赠呼吁; 而针对教育、扶贫等由可控原因导

致的救助场景 , 采用“改善/提高”类描述则更为有

效。本研究为募捐信息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 尤其

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互联网公益时代, 具有很强的

实践应用价值。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通过二手数据及多个实验证实了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但仍存在一定局限, 也为未来

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 二手数据中包含一条募捐

信息同时混杂两类描述的情形, 而我们没有对此进

行研究, 仅考察了单独强调“恢复/重建”或“改善/提

高”的情况, 未来可对混杂类信息的募捐效果加以

探索。其次, 研究采用的实验刺激材料均为文字与

图片形式 , 而在互联网公益十分发达的今天 , 视

频、虚拟现实等互动传播方式在公益信息领域的应

用愈加广泛, 未来可以利用更多更新颖的形式验证

研究问题。再次, 实验没有对真实捐赠行为进行测

量。虽然我们严格控制了实验流程, 对刺激材料进

行了操控检验, 且研究表明虚拟场景可以有效模拟

个体真实反应(Cohen et al., 2008), 但仍会与真实

状况有所偏差。未来研究可以增加田野实验, 测量

被试的真实捐赠行为, 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此

外, 研究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灾害救助和疾病帮

扶情境, 未来可以涵盖教育、扶贫等更多救助类型, 

通过更广泛的情境实验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最后, 

本研究是在中国背景下开展的, 然而提升个体捐赠

意愿并非中国慈善事业特有的目标, 我们相信研究

结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未来研究若能考虑不

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在跨文化情境中进行实验, 会

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8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 1 个二手数据研究和 6 个实验, 探讨

了以“恢复−改善”框架对募捐信息进行分类的合理

性及其对募捐效果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1)募捐

信息按照对求助者境况变化的不同描述, 可以区分

为“恢复/重建”和“改善/提高”两种类别; (2)针对不

可控事件, “恢复/重建” (vs.“改善/提高”)类描述劝

捐效果更好, 针对可控事件, “改善/提高” (vs.“恢复/

重建”)类描述劝捐效果更好; (3)该效应是因为不可

控(可控)事件导致个体更关注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而“恢复/重建” (“改善/提高”)类描述让人感知更有

利于减少损失(增加获得), 事件可控性和募捐信息

类型在调节定向上的匹配提高了个体的捐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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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ing recovery or improvement in charitable fundraising  
should depend on event controllability 

SONG Wenjing, CHEN Yixuan, HUANG Yunhui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framing of charity advertising is important for charitable fundrais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Using a 

static perspective, previous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different ways to classify charitable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with framing such as positive vs. negative or for-self vs. for-other. In contrast,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suggests classifying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at emphasizes 

recovery vs. improvemen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1) a description of recovery focuses on reducing loss, 

while that of improvement focuses on increasing gain; 2) uncontrollable events lead people to focus on reducing 

loss, while controllable events lead people to focus on increasing gain; and 3) matching the fundraising 

description and event controllability increases willingness to donate. On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six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Study 1, th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classifying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by a 

“recovery-improvement” framework is reasonable, and found that recovery-description (vs. improvement- 

description) and uncontrollable events (vs. controllable events) often appear together in charity advertising. 

Study 2 adopted a one-factor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recovery vs. improvement)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o 

conceptually replicate that assoc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wrote down more uncontrollable 

events (vs.controllable events) when recalling a charity advertisement emphasizing recovery (v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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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real and recalled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generated from Studies 1 and 2, Studies 3a and 3b adopted a 

one-factor within-subject design to demonstrate H1.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recovery-description (vs. 

improvement-description) tended to focus more on reducing loss rather than increasing gain. Study 4 adopted a 

one-factor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o demonstrate H2. Participants who encountered an uncontrollable (vs. 

controllable) event focused more on providing aid to help-seekers for reducing loss (vs. increasing gain).  

Studies 1-4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encountering uncontrollable events focused more on reducing loss, 

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recovery-description; whereas those encountering controllable events focused more on 

increasing gain, 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improvement-description. Drawing on regulatory fit theory, Studies 

5a and 5b aimed at showing that matching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and event controllability through their 

regulatory focus contributed to willingness to donate (i.e., H3).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studies showed that for 

uncontrollable events, recovery-description led to higher willingness to donate than improvement-description; 

for controllable events, improvement-description led to higher willingness to donate than recovery-description. 

This research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nd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classifying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into 

recovery-description and improvement-description, and thus it contributes to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charitable appeal makes an effect. Moreover, b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regulatory fit between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and event controllability increases willingness to donate, this research adds to 

regulatory fit theory and offers practical strategies to increase personal donation. 

Keywords  recovery-description, improvement-description, event controllability, regulatory fit, willingness to 

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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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研究 1 和研究 2 材料 

1  信息类型编码 

1.1  编码指导语 

请根据对“求助主体(个体、群体、动物、植物等)

境况变化过程”的描述, 将以下募捐信息进行分类。 

(1)“恢复/重建”类：“境况由好及差, 强调由损失恢

复至原状” 

能够体现求助者境况由好变坏的过程, 如求助者生

活突遭变故、境况急转直下, 呼吁人们帮其走出困境, 如

支援灾区重建、帮助难民重返家园等。 

(2)“改善/提高”类：“当前境况很差, 强调捐赠使其

变得更好” 

强调求助者当前的境况很差, 以及人们可以帮助其

改善现状, 而不包含求助者境况变差的过程, 如帮助求

助者改善生活、提高能力、助力成长等。 

1.2  编码关键词 

(1)“恢复/重建”类描述的主要关键词包括“恢复”、

“康复”、“重建”、“重返”、“重获”、“重现”、“重拾”、“重

见”、“重新”、“重回”等。 

(2)“改善/提高”类描述的主要关键词包括“改善”、

“完善”、“提高”、“提升”、“增强”、“增长”、“增加”、“增

添”、“加强”、“促进”等。 

2  事件可控性 

2.1  编码指导语 

请以“募捐信息中的求助主体(个人、群体、动物、

植物等)陷入困境的事件是否人为可控”为标准, 对其进

行分类。 

注：仅考虑引发求助者陷入困境的事件是否可控 , 

而不论困境本身是否可控, 也不论求助者是否对自己当

前的处境负有责任。 

2.2  示例 

(1)可控事件示例： 

“少时失恃, 父亲再婚, 后妈强势, 同屋檐下时, 一

地的梁横瓦坠。为了避免家中再生‘战事’, 高中寄宿住校

的她选择减少回家次数。在别的孩子只需要用功学习的

年龄, 她兼职服务员、发传单、卖衣服等以赚取生活费。”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遭遇性侵害？而被性侵的孩子

年龄越来越小, 凶手手段越来越卑劣。一方面, 乡村家长

和孩子们的性教育知识不足, ‘谈性色变’, 儿童保护尤其

性保护缺乏。另一方面,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程, 孩子和家

长无法获得适合的性教育专业知识, 防性侵意识淡薄。” 

(2)不可控事件示例： 

“6 年后, 不幸, 再一次降临这个家庭, 欣欣被查出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急需手术。而此时, 已经身无分文, 

家徒四壁的爷爷, 实也拿不出给孩子治病了。而先心病

动则数万元的手术费用, 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来说, 简直

是天文数字。” 

“7.20 河南洪灾共有 150 个县(市、区)、1663 个乡镇、

1453.16 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30106 户、89001 间。许多

村镇清淤、消杀工作还在进行中, 8 月下旬灾害叠加为灾

后恢复增加了更大的难度。洪灾过后, 房屋损毁、家电

报废、粮食发霉、生活用品损毁……一道道难题摆在灾

区群众眼前, 农村家庭、困难家庭灾后恢复能力更加严峻。” 

附录 2：研究 3 材料 

1  研究 3a 材料 
 

 募捐信息简介 

“恢复/重建”组 

帮助泸州地震受灾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推动河南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 保障复学复课。 

一起清理外来入侵物种, 复种红树, 重建海上森林。 

点滴之爱汇聚成海, 帮助大病家庭重燃希望。 

你守护了我的安危, 我来守护你的健康, 帮助伤残退役军人重返健康。 

携手相助贫困重疾家庭, 帮助重疾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改善/提高”组 

一起帮农民增收, 走乡村振兴康庄大道。 

以微爱凝聚大善, 助力贫困儿童更好成长。 

帮助学校改善和提升饮水水质。 

为山区儿童筹集爱心卫生包,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让老人过上一个祥和平安的晚年。 

为困难家庭的听障残疾提供数字助听器和验配服务, 提升他们生活质量。 

注: 所有募捐信息简介的呈现顺序随机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7 期 宋文静等: 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受事件可控性调节  

 

2  研究 3b 材料 

 
 募捐信息简介 

“恢复/重建”组 

帮助患有白血病的贫困儿童。治疗需要一笔巨大的花销, 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部用于帮孩子治病, 还欠下不少外债, 

原本条件尚可的一家三口因此陷入困难境地。 

帮助南京红山动物园的动物。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公园游客收入下降, 野生动物们的吃喝拉撒需要大量投入, 动

物园入不敷出导致动物们陷入困难境地。 

参与去年抗击疫情、驰援湖北的献爱心活动和公益直播、消费扶贫项目, 守望相助, 奉献爱心, 助力湖北摆脱新

冠肺炎疫情的阴霾。 

帮助因洪涝灾害导致房屋倒塌、耕地被冲毁的贫困乡村居民, 帮助他们筹措基本生活物资。 

帮助因意外事故导致失明的小朋友做眼部手术, 帮助她看到世界的光亮。 

帮助突遭车祸重伤成为植物人的贫困患者。治疗需要一笔巨大的花销, 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部用于帮他治病, 还欠

下不少外债, 原本条件尚可的一家因此陷入困难境地。 

帮助先天性耳聋的贫困儿童安装人工耳蜗, 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听到世界的声音。 

“改善/提高”组 

为云南某贫困山区的孩子捐建爱心图书室, 帮助他们打开眼界, 学习知识。 

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捐赠营养餐, 让他们吃得健康。 

帮助一个老少边穷地区修建“毛细血管”路, 让村子与多条高速公路连通。 

为宁夏某贫困县捐枸杞树种子, 这种经济作物可以帮他们获得收入。 

为贵州某山区安装太阳能路灯, 让孩子们的上学路上充满光亮。 

为陕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安装净水设备, 让大家不用再喝井水。 

为某濒危动物保护项目捐款, 用于保护动物栖息地和向公众宣传科普教育。 

注：所有募捐信息简介的呈现顺序随机 

 

附录 3：研究 4 材料 

 

 实验材料 

事件可控性操控 

可控情境 不可控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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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研究 5 材料与分析 

1  研究 5 材料 
 

研究编号 

(实验情境) 

事件可控性操控 募捐信息类型操控 

可控情境 不可控情境 “恢复/重建”组 “改善/提高”组 

研究 5a 

(洪灾情境) 

 

研究 5a 

(火灾情境) 

 

研究 5b 

(疾病帮扶 

情境)  

 

2  研究 5a：洪灾与火灾情境分析结果 

洪灾情境。以捐赠意愿为因变量, 进行 2(事件可控

性)× 2(募捐信息类型)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事

件可控性(F(1, 221) = 0.56, p = 0.453)和募捐信息类型

(F(1, 221) = 0.87, p = 0.353)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二者交

互效应显著, F(1, 221) = 13.23, p < 0.001, ηp
2 = 0.06, 90% 

CI: [0.02, 0.11], 接近中等效应量。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

明(如附图 1), 当事件可控时, 相较于“恢复/重建”, “改善/

提高”使个体产生更高的捐赠意愿(M 恢复/重建 = 4.94, SE = 

0.17, M 改善/提高 = 5.39, SE = 0.15; F(1, 221) = 4.04, p = 

0.046, ηp
2 = 0.02, 90% CI: [0.00, 0.06])。相反, 当事件不可

控时, 相较于“改善/提高”, “恢复/重建”使个体产生更高

的捐赠意愿(M 恢复/重建 = 5.42, SE = 0.16, M 改善/提高 = 4.67, 

SE = 0.18; F(1, 221) = 9.55, p = 0.002, ηp
2 = 0.04, 90% CI: 

[0.01, 0.09])。 

 

 
 

附图 1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效应(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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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情境。同样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 , 结果显示 , 

事件可控性(F(1, 212) = 0.16, p = 0.693)和募捐信息类型

(F(1, 212) = 0.01, p = 0.937)的主效应不显著, 二者交互

效应显著, F(1, 212) = 14.35, p < 0.001,ηp
2 = 0.06, 90% CI: 

[0.02, 0.12], 效应量中等。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如附

图 2), 当事件可控时, 相较于“恢复/重建”, “改善/提高”

使得被试的捐赠意愿更高(M 恢复 /重 建  = 5.37, SE = 0.15,   

M 改善/提高 = 5.91, SE = 0.15; F(1, 212) = 6.69, p = 0.010, ηp
2 = 

0.03, 90% CI: [0.00, 0.08])。反之, 当事件不可控时, 相较

于“改善 /提高”, “恢复 /重建”使得被试的捐赠意愿更高 

(M 恢复/重建  = 5.86, SE = 0.14, M 改善/提高  = 5.30, SE = 0.15,  

 

F(1, 212) = 7.69; p = 0.006, ηp
2 = 0.04, 90% CI: [0.01, 

0.08])。 
 

 
 

附图 2  募捐信息类型与事件可控性的匹配效应(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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